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港大教授刘思达：学术界正在失去最聪明的一批年轻人。文｜《中国科学报》记者 孙滔

二十多年前，还是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学博士生的刘思达，第一次在英文论文里读到“up or out
”（非升即走）时，以为这不过是华尔街大律所里合伙人晋升的“行话”，跟学术界没什么关系
。直到后来自己在美国大学教书，他才意识到，学术职业原来也是“up or
out”：通不过终身教职评审，就只能离开。

可两者有着根本的不同。律所里走掉的人出路很多，可以去其他律所，也可以转行做投行、做金
融；一个读了多年博士又做了五六年助理教授的学者被请出校门，能去哪？

今年9月，香港大学法学院教授刘思达在《读书》杂志发表《“非升即走”的前世今生》，梳理
了这一制度从美国律所到大学的演变。接受《中国科学报》采访时，他将话题延伸到大学评价体
系和管理方式。

在他看来，“非升即走”只是冰山一角，更大的问题是今天的大学正在丧失传统象牙塔的精神，
越来越像一家现代企业。大学的管理层级越来越多，排名指标层层分解，最后成为压在每个教师
身上的KPI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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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▲刘思达。图源：香港大学

制度的错位：“律所走掉的人能去干法务，学者走了能去哪？”

《中国科学报》：你最早是怎么关注到“非升即走”的？

刘思达：

我研究职业社会学，研究最多的就是法律职业。最早知道“up or
out”，跟高校制度没有关系。法律社会学里，“up or
out”非常有名，背后有一套克拉瓦斯体制（The Cravath System）。

在律所的这套体制中，招十个年轻律师进来，八到十年后可能只有一两个人升合伙人，剩下的大
多数人都得走。但走掉的人不愁没有出路，可以去大公司做法务总监，可以转行做投行、做金融
，也可以去其他律所。

可大学是什么？全世界的很多高校，本质上都是“一个萝卜一个坑”。

培养一个学者要付出多大代价？理工科读博士五六年，文科可能七八年甚至更长。好不容易毕业
，再做五六年助理教授，突然有一天学校告诉你没升上去，请你走人。你能去哪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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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果一个学校招十个助理教授，最后只给两个人长聘名额，剩下八个人怎么消化？过去国内高校
大规模扩张，岗位还多一些；现在岗位总量基本稳定了，短期内不可能再大规模扩招。

我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教书时，终身教职评审通过率在95%以上；美国很多普通大学也有70%到8
0%。顶尖大学的通过率虽然低一些，但学者在全美高校市场里仍然有流动机会。国内高校之间
却没有形成健康的教师流动市场。不是说你在北大清华拿不到长聘，去别的地方就一定有人接得
住。有些高校招几十个人进来互相“厮杀”，最后只留一两个，把一套职业机制搞畸形了。

《中国科学报》：引进“非升即走”，是不是为了克服过去高校干多干少一个样的问题？

刘思达：

我不认为解决躺平是当初引进的核心动因。长聘制根本防不住躺平——拿了长聘的正教授，照样
可以躺平！它顶多让没拿到长聘的年轻人不敢躺平，对已经上岸的人没有约束。

前些年国内高校照搬这套制度，一个很大的背景是急于建设世界一流大学。大家觉得美国大学最
好，就要对标美国的管理体制。但为什么非得抄美国的？

美国终身教职制度在全世界是比较特殊的。加拿大、英国、欧洲大陆的制度都不一样，德国还有
自己的讲席教授制度。美国终身教职制度的核心初衷，也不是搞绩效考核，而是给学者任职保障
，使其免受政治和商业干预，保护学术自由。

结果我们引进来十几年，把它当成了计件考核的指挥棒，甚至比美国搞得还繁琐——规定找几个
国内专家、几个国外专家，国外专家还要分布在几个不同大洲。美国大学哪有这种条条框框？形
式抄得十足，内在逻辑完全错位了。

评价的异化：“现在的关键是评价体系全乱套了”

《中国科学报》：这套制度能够筛选优秀人才吗？

刘思达：

制度本身如果运转良好，确实有筛选功能。但现在的关键是评价体系全乱套了——重数量、重期
刊级别、重量化指标，就是不重实质的学问。

我就拿文科来说，量化指标用在文科上，很多时候是个笑话。

文科研究的沉淀周期很长。一本文科学术书、一篇论文到底是不是好东西，有时需要十年才能看
出来。如果刚发表三五年，引用量不大，你就能说它不是好文章吗？但现在的考核期往往只有三
到六年，大家看即时引用量、看影响因子，完全不符合文科的研究规律。

而且，量化指标高不高，取决于你做的是大领域还是冷门领域。历史学家辛辛苦苦写一本书，引
用量可能只有几百次；经济学家做热门领域的研究，引用量却可能轻轻松松上千。法学也是这样
，做法律史的学者怎么跟做热门民商法、金融法的同行拼引用量？用同一套标准去评价，没有公
平可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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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中国科学报》：这种评价方式会怎样影响年轻学者？

刘思达：

激励机制全变了，鼓励大家搞短平快，文章发得越多越好，不再鼓励年轻学者花五年、十年沉淀
一个深入的重要课题。最后筛选出来的，可能不是做大学问的人，而是擅长迎合量化指标的人。

我所在这个领域，有一个年轻学者读博时发了二十多篇，现在已经发了六十多篇，所有文章引用
加起来超过一千。他在学校拿长聘绝对稳，因为学校的评价系统就喜欢这种数据。

但说实话，我觉得他至少三分之二的文章连写都不该写。

《中国科学报》：有没有学者还能从容地做自己想做的研究，不被制度带偏？

刘思达：

有，但真的太凤毛麟角了。

我可以举一个例子，美国纽约城市大学的李柯老师。她关于中国农村妇女离婚问题的专著，2022
年出版后获得了好几个重要奖项。

这本书怎么写出来的？田野调查从2006年就开始了，整整做了十五年。中间反复收集材料、推翻
重写，为了打磨英文表达，她还专门去创意写作系上课。十五年磨一剑，书出版后，她才评上副
教授。

但换作今天的我，让我重新回去做助理教授，敢不敢花十五年就死磕这一本书？我也不一定敢。
时间成本、职业风险太高了。

象牙塔的褪色：“大学越来越像一家公司”

《中国科学报》：这种压力不只在年轻学者身上。大学排名、量化评价，也让学校管理者困在指
标里。

刘思达：

这正是我想说的。“非升即走”只是冰山一角，背后是一个更大的问题，用我前几年在华东师大
讲座中的一个词就是大学的管理化。

今天的大学正在丧失传统象牙塔的精神，越来越像一家现代企业，甚至比企业还要官僚。

管理化最典型的一个推手就是大学排名。2009年我刚开始教书时，市面上也有大学排名，但没多
少人在意。过去十几年，各种排行榜大行其道，大学校长越来越在乎排名，因为排名关系到学校
声誉、政府拨款、生源质量和社会资助。

学校要排名，指标就得层层分解：分给学院，学院分给系里，系里分给每个老师。最后全员背K
PI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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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工科老师要养实验室、养团队，天天为了找钱、抢项目发愁，早成了半个老板；文科老师以前
花销小，现在也被逼着争各种课题。再加上很多学者同时身兼行政职务，象牙塔原本应该有的从
容、纯粹，也被这套程序机器磨掉了。

我教书17年了，到现在依然热爱研究，也很喜欢教学生。但是不得不承认，从日常工作中获得的
纯粹乐趣确实比以前少多了。现在要填无穷无尽的表格，应付各种考核汇报，还要承担委员会的
行政杂务。真正能安安静静坐在书桌前读一本书、写一段文字的时间，被切得稀碎。

而且，很多高校领导是理工科出身，容易有一种思维惯性，喜欢标准化、统一化，恨不得拿一把
尺子量所有人。但人文社科内部差异很大。你拿同一套发表标准，去套做司法实务的法学教师，
去套研究小众历史的学者，必然会出问题。

学者的出路：“至少守住一个小环境”

《中国科学报》：大学越来越公司化，最危险的后果是什么？

刘思达：

这话可能有些人听了不舒服，但我还是要讲：我们这个职业，正在失去全世界最聪明的一批年轻
人。

过去，学术界是一个两极分化的领域，里面有全世界最聪明、最有创造力的大脑，也有一些平庸
的人。这个职业之所以受到社会尊重，是因为那些最有智慧、最有创造力的人愿意留在这里，拓
展知识的边界。

但过去十年，情况变了。我在美国、加拿大和中国香港，都看到一些极具天赋的博士生，毕业后
坚决不留在大学。二十年前，最好的博士生留在高校做学术似乎是天经地义的选择；现在年轻人
算一算投入产出比，看看青年教师的工作状态，就转头去了业界。

《中国科学报》：面对这样的环境，大学和学者还能做些什么？

刘思达：

宏观层面，要破除唯量化考核。比如港大文科采取六年内发表四篇代表作的考核制度，不数总篇
数，只看这四篇的质量，由同行认真通读文本，这至少比数数合理得多。

另外，我觉得应该让更多大学教师回归教学。人工智能时代，我们不需要人人都去搞科研，更不
需要每个老师每年都交几篇低质量论文。大学教师最重要的工作之一，本来就是知识的传承和传
播。

如果一个学者在AI时代做研究还不如AI，硬撑着发论文也没有意义，不如把课讲好、把学生带好
。

还有一点，管理层必须学会包容制度成本。长聘制能保障学术自由，逻辑就是用前期的严格筛选
，换取上岸后的相对自由。世界上没有十全十美的制度。你想要长聘制带来的学术创造力，就必
须容忍一部分人拿到长聘后可能会“躺平”。如果既想要学者做出开创性成果，又容不得任何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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松懈，年年考核、季季清点，最后只能是所有人都在表演工作。

微观层面，普通教师也许改变不了大环境，但至少可以守住身边的“小环境”。

在一个学院、一个系、一个教研室里，资深老师能不能告诉年轻人：“不要盲目灌水，你踏踏实
实把三四篇代表作写好就行。”评审时能不能真正坐下来，把年轻人的文章一字一句读一遍，讨
论学问本身，而不是一上来就数影响因子、看分区？大环境越是严苛，同行和小共同体内部的良
知与包容就越珍贵。

作者：孙滔 来源：科学网微信公众号

更多 科学进展 请访问 https://www.iikx.com/news/progress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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